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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人文的價值與悖論

張耀銘

［提　 要］ 　 數字人文的概念和詮釋林林總總，並未形成統一的共識。 在數字技術與傳統人文學科

跨界、融合研究的過程中，學術團體、學術會議和學術期刊構成了組合性的學術共同體，並推動了數

字人文的興起與發展。 數字人文應用於傳統人文學科研究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從文

獻檢索數據庫到量化分析數據庫的飛躍；二是從地圖到地理信息系統和空間分析的飛躍；三是從數

據化到文本挖掘研究的飛躍；四是從文本到圖形圖像可視化的飛躍。 但數字人文應用於人文學科

研究，也存在一些悖論：一是數字人文研究的大多數項目還沒有產生全新的敘述，更沒有出現震動

學界的成果；二是某些數字人文倡導者推崇數據中心論，從而使人文研究失去人文意義，削弱甚至

消解了研究者的主體性；三是在“一切皆可量化”的理想與數據獲取現實之間存在較大差距。 我們

在享受數字人文帶來的各種便利時，也要避免成為“計算”和“數字”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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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數字人文已經成為學界、業界的熱點，儼然有顯學之勢。 2011 年武漢大學數字人文研

究中心成立，是中國大陸首個數字人文研究中心。 此後，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成立數字

人文技術實驗室，北京大學成立數字人文建設與發展研究課題組，曲阜師範大學成立數字人文研究

中心；南京大學更是雙管齊下，歷史學院成立數字人文研究中心，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成立數

字人文創研中心。 隨著研究機構的成立，各種學術會議相繼召開，如北京大學主辦的三屆數字人文

論壇，主題分別是“跨界與融合：全球視野下的數字人文”、“互動與共生：數字人文與史學研究”、
“孵化與實踐：需求驅動下的數字人文項目”；南京大學主辦的“數字人文：大數據時代學術前沿與

探索”、“比較視野中的數字人文反思”；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主辦、《河南大學學報》編輯

部與河南大學文學院承辦的“數字人文時代的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等等，暢抒己見，熱烈爭鳴，令
人目不暇接。 本文將圍繞數字人文的發展源流、學術期刊在數字人文興起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數字

人文應用於傳統人文學科研究的價值與悖論，談點不成熟的意見，求教於方家。

一、“數字人文”概念及其發展源流

我們正進入一個由數字技術和互聯網造就的萬物皆媒的全新時代，各種新興突破性技術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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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正以日新月異的驚人速度和不可限量的變革潛能在不斷推出其最新形態。 各行各業都在發

生重大轉變：舊的商業模式被顛覆，新的商業模式在出現；教育、金融和交通體系被重塑，生產方式

與生活方式被刷新；技術革命與知識更迭的週期不斷縮短，新的學術方法和理論取代舊的學術方法

和理論也將成為常態。
（一）“數字人文”的概念形成

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簡稱 DH ）這一術語，20 世紀末美國弗吉尼亞大學人文科學高級

研究所等機構就已經開始使用。 2000 年，斯坦福大學英文系教授弗蘭克·莫雷蒂 （ Franco

Moretti)）在後來成為經典的《世界文學的猜想》中提出一項研究“世界文學”的方法，就是遠離“細
讀”傳統，發展出一種新的“遠讀”模式，通過量化的方法，對龐大的文本體系中的類別因素和形式

元素作出解釋。 “遠讀”概念的提出，預言了以計算機和“文本”結合來考察文學體系的做法。 這被

認為是“數字人文”文學研究在 21 世紀發生發展的一個轉捩點。 莫雷蒂也由此被認為是數字人文

的代表性人物。 大約在 2001 年，英國布萊克威爾出版社編輯安德魯·麥克內利約請弗吉尼亞大學

英文系教授兼大學圖書館主任約翰·安斯沃思與蘇珊·施賴布曼和雷蒙德·西門斯三位領域巨擘

討論出版物《人文計算年鑒》的更名問題。①雷蒙德·西門斯主張用當時比較流行的術語《人文學計

算指南》作為書名；布萊克威爾出版社的編輯與銷售人員從市場營銷角度出發，提出一個更吸引讀

者眼球的書名《數字化的人文研究指南》；約翰·安斯沃思反對書名出現“簡單的數字化”，建議使

用《數字人文指南》。②各方堅持己見，難以統一，更名的事情因此被擱置。 不過“數字人文”這個新

生事物，卻得到眾多學術會議、學術期刊和社會人士的支持。③2001 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信

息研究學院教授約翰娜·德魯克在 ACH/ALLC 會議上做主題發言，標題即為《現狀核實：數字人文

項目與前景》。 從 2002 年開始，“數字人文”概念的使用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關於“數字人文”的概念和詮釋林林總總，並未形成統一的共識。 梳理目前的文獻資料，大體

上有四種不同的代表性觀點。 第一，把“數字人文”理解為一種實踐。 約翰·安斯沃思教授定義為

“一種代表性的實踐，一種模擬方式，一種推理，一種實踐本體核心的思路。 這種代表性的實踐可

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高效的計算，另一方面是人文與科技的溝通”。④第二，把“數字人文”看作

一種研究方法。 “它是人文學科研究方法的補充，這一方法基於對計算機和互聯網的運用，是一種

更廣闊意義上的‘計算’。 對提出的問題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並研究一些目前尚未解決的問題，這
構成了‘數字人文’。”⑤第三，把“數字人文”視為一個研究領域。 數字人文不僅發展迅捷，而且更

具擴張性。 它除了歷史學、文學、社會學、語言學、考古與藝術學之外，有時也包括“平台研究”、“軟
件研究”、“媒介研究”，以及像文本編碼、數據挖掘和數據分析等新領域。⑥第四，把“數字人文”看
成為一門學科。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凱特·巴雷特在《從小冊子到像素：轉變中的人文學科》一文中

提出了“數字人文學科”概念，是指用電子技術來處理和分析傳統人文學科研究資料，並結合人文

研究方法論和電子工具創建電子歷史文本的人文研究。 特別有趣的是巴雷特還定義了“數字人文

學者”的形象：他們不僅能在計算機實驗室中操作數據庫和編程軟件，而且能夠跨越狹義人文學科

定義、進入與電子技術結合的廣闊人文學科研究平台。⑦歐美許多大學已經將“數字人文學科”納入

正式教育體系，涉及語言學與語言研究、計算機科學、文學和語言研究、歷史、圖書館學與信息科學、
人類語言技術等學科，開設“數字文化”、“數字人文”、“大數據與社會化、文化”、“數字內容管理”、
“數字人文研究”、“數字資產媒介管理”等系列課程，包括了本科、碩士、博士的整個階段。

（二）“數字人文”的發展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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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人文”概念的提出，其實才有十幾年的時間。 但要追根溯源到“人文計算”，已經有 70 年

的歷史。 人文計算是通過引進計算機、統計學等技術與方法對傳統人文學科（例如歷史學、哲學、
語言學、文學、藝術、考古學、音樂等）的問題進行輔助性研究的一種實踐。 英國倫敦藝術大學教授

蘇珊·霍基在《人文計算的歷史》一文中，對“人文計算”的歷史進行了整體性梳理，將其分為“起
始”、“聯合”、“新發展”和“成熟”四個階段。

1. “人文計算”的起始階段（1949～1970 年代）
“人文計算” ( Humanities Computing )，可以追溯到義大利耶穌會羅伯托·布薩（Roberto Busa）

神父與 IBM 合作，用穿孔卡和磁帶存儲的計算機，輔助編制義大利著名神學家、哲學家托馬斯·阿

奎那及相關作者作品中 1,100 萬中世紀拉丁文詞彙的索引。 工作從 1949 年開始，先後在義大利米

蘭、皮薩、威尼斯和美國的科羅拉多州博爾德等地進行，團隊最多時達 66 人。 經過近 30 年的不懈

工作，至 1980 年編成了 56 卷百科全書式的《托馬斯著作索引：聖托馬斯·阿奎那全集索引和語詞

索引》，由德國斯圖加特市弗羅曼—霍爾茲柏格出版社印行。 2005 年，已經 92 歲高齡的布薩與義

大利“托馬斯·阿奎那基金會”合作，把托馬斯著作索引數據庫推上萬維網，使其內容更翔實，檢索

更方便。 布薩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運用計算機將文本轉化為數據的方法，具有革命性

的開拓作用；二是把索引條目詞目化，從而推動了詞目化軟件的開發，使詞典編纂從中受益；三是對

托馬斯著作的文獻數據處理程序，經過必要的技術改進，“也會適用於法律、化學、醫學、工程技術

等方面的文獻分析和信息檢索”。⑧布薩由此成為把計算機應用於人文科學的先驅者和“人文計算”
的奠基人。

2. “人文計算”的聯合階段（1970 年代～1980 年代中期）
這個階段，學者思想開放，學術會議增多，學術交流活躍。 英國開啟的“雙年系列會議”成為人

文學科計算的重要焦點，北美啟動的“人文學科計算國際研討會”系列會議影響提升。 在此基礎

上，“文學與語言學計算學會”（ALLC）在英國成立，“計算機與人文學科學會”（ACH）在北美成立。
這個階段的“聯合”，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學術會議促進了學術共同體的建構，學術共同體反

過來又推動了學者群體的聚合、學術期刊的創辦和學術論文的生產。 二是人文學者和計算機技術

人員之間有了聯合，從而開發出了牛津語彙索引程序（OCP）和希臘語庫（TLG）為代表的一系列軟

件程序，大大減少了人文項目在程序設計方面的費用，並促進了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
3. “人文計算”的新發展階段（1980 年代中期～1990 年代早期）
這個階段發生的三個事件與人文計算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值得一提。 （1）個人計算機的

出現。 計算機最早應用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軍事領域，1950 年代計算機應用在大學裡快速增長，
1960 年代計算機支撐的研究方法在社會科學領域得到應用，1970 年代隨著數據庫管理系統、網絡

管理系統的出現，應用領域從科學計算、事務管理逐步走向人文研究領域。 1981 年 8 月 12 日，IBM

公司正式推出了全球第一台個人計算機———IBM PC，它首創了“個人計算機”的概念，並為 PC 制

訂了全球通用的工業標準。 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發明，從此掀開了個人計算機普及的序幕。 隨

著越來越多的紙本圖書與期刊被數字化，並從圖像掃描轉換為文本字符，也促使更多學者依靠快速

進步的計算機語義識別技術處理更大量的文本數據。 （2）電子郵件的流行。 雖然電子郵件是在

1970 年代發明的，但卻是在 1980 年代才得以流行。 隨著個人計算機的興起，電子郵件開始在學者

以及大學生中廣泛傳播開來。 當時的大多數網絡運營商提供了跨國收發電子郵件的服務設施，並
創建了郵件自動回應程序軟件。 特別是 1987 年郵寄清單 Humanist 的創建，為人文計算領域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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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體提供了一個定期保持聯繫和學術交流的社區平台，其意義非同小可。 （3）文本編碼倡議

（TEI）的貢獻。 TEI 起源於“文本編碼創始項目”，用大約 400 個編碼標記了一個結構，可以輕而易

舉地向新的應用領域進行擴展。 該結構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各種類型文獻的標識，二是此文獻的書

目信息（元數據部分）。⑨1994 年 5 月，TEI 以紙媒形式和電子版形式發佈《電子文本編碼和交換指

南》。 這被認為是“歷史上第一次系統化地對所有人文學科文本進行分類和定義”。⑩

4. “人文計算”的成熟階段（1990 年代早期～2003 年）
這個階段的所謂“成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互聯網的廣泛應用。 經過二十多年的高速

發展，1991 年第一個網頁和基於文件內容的搜索協定誕生，1993 年第一個圖形瀏覽器出現，1994

年電子商務現身網絡，1995 年亞馬遜推出在線購物服務，1996 年由微軟提供的免費電子郵件服務

啟動，1997 年博客讓互聯網成為私人交談空間，1998 年谷歌上線標誌著網上搜索時代來臨，2003

年網絡電話 VOIP 成為主流，社交網絡聚友網發佈。 隨著計算機的多媒體化及其與互聯網的結合，
“計算機不僅能處理文本對象，也可以處理圖像、聲音，同時用大規模數據庫來存儲和管理這些多

媒體信息，更多的語料庫、聲音和圖像數據庫被建立”。歷史文獻數據和新近產生的研究文獻大部

分被數字化，整個人文計算研究的基礎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2）“檔案館”項目密集出現。 這

個時期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和美國各大學等機構資助的項目增多，有相當數量的項目與檔案或歷史

記憶主題相關，如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數字歷史研究中心 1993 年啟動的以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平民生

活檔案為主題研究的“影谷檔案”，美國弗吉尼亞大學人文高新技術研究所 2001 年啟動的以美國

傳奇詩人 Emily Dickinson 個人檔案為主題的“狄金森電子檔案項目”，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歷史與新

媒體研究中心 2002 年啟動的“911 事件數字檔案項目”，美國弗吉尼亞大學人文高新技術研究所

2003 年啟動的以阿根廷查科省歷史檔案為主題的“查科研究檔案項目” 。此外，還有美國女作家

檔案、羅塞蒂檔案、威廉·布萊克檔案等等。 根據國外檔案數字人文項目劃分標準，國外檔案數字

人文項目主要包括五大類：GIS 歷史地理可視化項目、語料庫建設項目、歷史數據庫建設項目、社會

及歷史場景重建項目、檔案數字化項目。 “數字人文研究與檔案、檔案工作緊密相連，目前，全世界

的檔案學者都已對檔案在數字人文中的角色、功能和參與實踐活動等進行探討和研究。”

5. “數字人文”階段（2004～ ）
1930 年，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通過數字人文提供的新方法和新實踐，建
立數據庫、發掘新材料，驗證舊結論、研究新問題，正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潮流。

（1）《數字人文指南》出版

經過幾年沉澱，安斯沃思命名的《數字人文指南》在 2004 年出版。 這標誌著人文主義與技術

主義的爭論暫時告一段落。 “但名稱的轉換並不僅僅是為了吸引更多人文學者加入該領域而採取

的策略，它還是從內部技術的發展和學科外延的擴大而對學科內涵和外延的一種修正。”儘管該

書中“人文計算”出現的頻率次數是“數字人文”的大約兩倍，但對“人文計算”進行總結的同時，也
對“數字人文”進行了推廣和前瞻，這對數字人文以後的研究與發展無疑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義。
從此，“數字人文”逐漸取代“人文計算”，成為計算機協同人文學科開展合作性研究的代名詞。

2004 年起，“歐洲研究基礎建設策略論壇”聯合英國、法國、德國、荷蘭、丹麥等國的研究機構和

力量，合作推動“藝術與人文的數字研究基礎建設”。 2008 年，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設立數字人文

辦公室並啟動“數字人文進步獎”，申請的項目內容包括：一是運用數字實驗和計算等技術對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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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開展創新研究，增強實踐能力；二是分析數字文化對人類社會生活造成的影響；三是探索數字

人文學科在特定領域或學科研究中的意義和作用，以及具有的哲學影響；四是振興與恢復已損壞但

依然有利用價值的數字項目，這些項目對人文學科的科研和教學有實質性幫助， 並承諾可以提高

公眾的人文素養。這成為數字人文領域被制度化的重要標誌。 此後，數字人文技術創新充滿了張

力，許多人正在這個領域做著充滿想像力的探索。 “這種張力存在於那些已經進入這領域很長時

間的人和那些正準備進入的人之間，存在於學科性和跨學科性之間，存在於製作和解讀之間，存在

於這個領域的歷史和未來之間。”

（2）“數字人文”的技術體系

安妮·伯迪克、約翰娜·德魯克等在《數字人文：改變知識創新與分享的遊戲規則》中這樣描

述，當代數字人文尋求超越簡單的數據倉儲建設和編輯從而走向新的整合性實踐，它包括開展統計

處理（計算機語言學）、運用鏈接（超文本）、建模（包含結構構建與視覺呈現）、創造結構化數據（可
擴張標記語言）、開展循環反復編輯並採用版本控制等。 劉煒等認為數字人文的技術體系主要包

括六個方面：一是數字化技術：構造數字人文的資源基礎；二是數據管理技術：構造數字人文服務系

統；三是數據分析技術：構造數字人文應用平台；四是可視化技術：構造數字人文的直觀形象；五是

VR/AR 技術：構造數字人文的交互環境；六是機器學習技術：構造智能系統實現智慧服務。

總之，數字技術工具不僅是承載和處理人文科學內容的“形式”，其本身就承擔了知識界面、3D

建模、文本編碼、數據庫設計、地理空間分析、歷史仿真、個性化服務與精準推送等實質性功能，可以

引導、擴展甚至改變學者的研究習慣。 當前由人工智能引領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方興未艾。 在大數

據、數字人文、超級算法等新理論新技術的驅動下，古老的人文學科正呈現智能檢索、數據分析、內
容挖掘、場景模擬、跨界融合、平台協作、機器學習等新特徵，這將促使傳統的人文學科大量借用自

然科學的技術手段進行研究，“科學性”顯著增強。
（3）高校數字人文教育

近十年來，各個大學相繼組建數字人文實驗室、招收數字人文專業的研究生已經成為普遍現

象。 據國際數字人文組織聯盟（ADHO）的統計，截止到 2018 年 3 月，全球有 194 個冠以“數字人

文”的機構或項目正在運行。數字人文中心建設起源於美國，從全球的分佈情況來看，絕大多數的

高校數字人文中心集中在北美和歐洲國家，亞洲國家只有少數的專門研究機構。 美國知名的高校

數字人文中心，主要有弗吉尼亞大學人文先進科技研究所、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數字人文研究

中心、斯坦福大學數字人文實驗室、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數字人文中心、哈佛大學“人文 2.0 實驗

室”、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人文藝術與社會科學計算研究所等。 此外，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數字人

文中心、英國倫敦國王學院人文計算中心、英國格拉斯哥大學人文科技信息研究所、英國謝菲爾德

大學數字藝術與人文專門研究中心、德國哥廷根大學數字人文中心、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人文計算

與媒體中心、日本立命館大學日本文化藝術數字人文中心、中國武漢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和中國

台灣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等，也取得不俗的研究成果。 這些數字人文中心建設模式體現了四個

方面的特徵：一是數字人文中心建設主要是由綜合性大學推動的；二是絕大多數定位於“跨學科協

同創新服務機構”；三是“項目制”是數字人文中心運行的基本方式；四是通過開展各種形式的活動

促進信息技術和人文社會科學的融合。

數字人文教育在歐美國家起步較早，且發展迅速。 早在 1995 年，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就開

始為人文學科的學生開設“人文計算引論”、“人文領域的多媒體介紹”、“電子文本和計算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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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旨在為學生提供信息技術基本方法。 2002 年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數字人文系正式成立，
2005 年倫敦國王學院率先成立了數字人文博士學位授予點。 隨後的十幾年中，美國的馬里蘭大

學、德國的帕紹大學、義大利的博洛尼亞大學、瑞士的洛桑大學、愛爾蘭的科克大學、荷蘭的阿姆斯

特丹大學、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等幾十所大學開設了數字人文課程。 2018 年，美國哈佛大學東亞

語言與文明系開設了《東亞數字人文課程》，課程內容包括文本數據分析與處理、數據可視化、數據

庫技術、地理信息系統等。 據歐洲語言資源與技術研究基礎設施及藝術與人文數字研究基礎設施

合作建立的數字人文課程註冊門戶網站顯示，截止 2018 年 2 月，在網站中註冊的數字人文課程共

有 153 個。 這些課程包括了本科、碩士、博士的整個階段。 其中面向本科生的有 39 個，面向碩士生

的有 69 個，面向博士生的有 5 個。 此外，還開設了 28 個學分課程，4 個暑期學校課程，1 個繼續教

育課程，4 個模塊課程。美國與歐洲國家的數字人文課程涉及的學科種類較多，跨學科特徵明顯。
學生除了學習專業課程之外，還在課堂上針對數字人文中遇到的實際技術問題，結合相關實用的工

具類軟件進行練習操作。

二、學術期刊在數字人文興起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綜觀數字人文的歷史，從布薩神父與 IBM 在 1949 年的合作開始，經歷人文計算的聯合、新發

展、成熟到數字人文，數字技術與人文研究的跨界、融合已經形成了清晰的發展脈絡。 其中，學術團

體、學術會議和學術期刊，構成了組合性的學術共同體，並推動了數字人文的興起與發展。
（一）學術共同體成為學術秩序的建設者、維護者

20 世紀 40 年代，英國哲學家邁克爾·波蘭尼（M. Polanyi）在文章《科學的自治》中首次提出

“學術共同體”這個概念。 他把具有共同信念、共同價值、共同規範的從事科學研究的科學家稱為

學術共同體，以區別於其他社會群體與組織。 美國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指出：“科學共同體是由

一些科學專業的實際工作者組成。 他們由他們所受教育和見習訓練中的共同因素結合在一起，他
們自認為也被認為專門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標，也包括培養自己的接班人。”學術共同體是什麼？
中國科學院院士韓啟德認為，所謂的學術共同體就是指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遵守共同的道德規範，
相互尊重、相互聯繫、相互影響，共同推動學術的發展，由此而形成的群體。由此可見，學術共同體

是基於某種學科、價值、理念和規範的認同而形成的結構鬆散的學者社群與學術團體。
從“人文計算”到“數字人文”的轉變，使該研究領域逐漸獲得世界人文學界的承認，從中我們

看到學術共同體發揮的作用相當清晰。 自 1973 年開始，在歐美先繼成立了一些學術團體，比較重

要的有文學與語言學計算學會（ALLC）、計算機與人文學科學會（ACH）、美國人文計算學會、澳大

利亞數字人文協會、日本數字人文協會、歐洲數字人文協會和國際數字人文組織聯盟 （簡稱

ADHO）等。 這些學術共同體由學者以專業為基礎自主結社和自主運作，制定規則、召集會議、創辦

期刊、同行評審、學術培訓、發現人才，學術共同體通過學術交流、學術批評、學術評論表達“民意”
和進行監督。 可以說，“這種由團體、刊物和會議所構成的組合性學術共同體，不啻是一個開放的

學術討論和批評的空間，是學術秩序的建設者、維護者和監督者”。

（二）學術會議成為數字人文討論和批評的開放空間

自從 1970 年在英國劍橋召開第一次 ALLC 人文計算會議之後，逐漸形成通過會議定期開展學

術交流與批評活動的機制，以後更發展成為在歐洲和北美輪流召開的慣例。 20 世紀 70 年代，
ALLC 會議召開了四屆，ICCH 會議召開了三屆。 2016 年開始，由密歇根大學數字人文項目發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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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數字人文研討會（簡稱 GDHS）已舉辦三屆。 1977 年 8 月，第三屆人文領域計算機國際會議由

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和滑鐵盧大學共同主辦，參加會議的有人文、計算機、數學、工程等領域的專

家，跨學科交流了詞典學、歷史、音樂、舞蹈、文學數據管理與計算機輔助教學等領域的新研究發現，
並出版了論文集。 從此以後，編輯出版會議論文集，成為擴大數字人文會議影響的重要形式。 有學

者分析了近 50 年國際數字人文研究的高被引文獻，在排名前十（被引頻次≥10）的知識來源中，圖
書類文獻 8 部，學術論文 2 篇，表明圖書對推動數字人文知識結累和研究演化的貢獻力度更大。 明

尼蘇達大學出版社 2012 年出版的《數字人文學科的爭論》排名第一。 這本會議論文集，收錄美國

數字人文教育機構、高校以及圖書館領域的數十位專家發表的論文，“旨在探索數字人文理論、方
法和實踐，試圖挖掘出數字人文的發展潛力與張力”。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 2012 年出版的《數字

人文研究》，排名第二。 該報告不僅回答了“數字人文是什麼？”這一核心問題，而且提供了一個考

察數字人文領域的深邃視角。
在美國學術界，學術會議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學術評價的過程。 1999 年和 2002 年，美國弗吉尼

亞大學分別舉辦了“人文學計算是大學學科嗎？”和“數字人文課程研討班”兩個重要的學術研討

會。 會議由英文系教授傑羅米·麥根、約翰·安斯沃思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信息研究系教授約

翰娜·德魯克發起並組織，會前對申請參會的論文進行評審，論文質量合格的作者才有資格參會。
會議中的報告、評議、問答等流程，既是對提交論文進行的學術評價，也是學術爭鳴、學術批評的重

要環節。 來參加這兩次研討會的史蒂文·拉姆塞、馬修·克申鮑姆、本特尼·諾維斯基等人，後來

都成為數字人文研究領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兩次會議主題雖各有側重，但又能看出其傳承與發

展的脈絡，會議最終“正式將人文計算塑造為數字人文，並將目錄校勘等有關文本等學術工作定義

為它主要的內容”。2004 年，約翰·安斯沃思與 S.Schreibman、 R.Siemence 聯合在布萊克威爾出版

公司出版《相伴數字人文》（ 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該論文集收錄 37 篇原創性成果，
提供了一個全面而簡潔的數字人文研究評述，書中明確提出要克服人文計算“單純數字化”的傾

向，從技術視角回歸到研究對象相關知識體系的數字化呈現上來，建立“數字人文”新視角。2006

年，許多原本屬於人文計算領域的會議與研究中心紛紛更名搭上“數字人文”的快車。 2007 年，美
國馬里蘭大學創建“數字人文中心網絡”，依託關係網絡和資源平台更加便利地與國際同行在項目

共建、工具共用和知識共享等領域開展合作。 目前已有兩百多家一流高校的學術機構加入，成為重

要的數字人文研究與協作的國際性科研組織。 2009 年，北美人文學科領域最重要的現代語言協會

年會召開，會議上諸多討論的主題都是圍繞著數字人文展開，諸如何種研究可以算作數字人文研

究，怎樣的學者算作領域內的研究者，數字人文本身的目的到底是完成項目、探究理論化、研究計算

技術、跨學科溝通、實踐技術應用，還是單純的科研經費需要，等等。學者們對數字人文本身存在

很多不同理解、不同見解，交流、爭論、批評成為常態，這既造就了開放的學術討論和批評的空間，也
彰顯了數字人文獨特的學術魅力。

（三）學術期刊成為傳播數字人文的重要平台

人文計算的實踐公認以 1949 年羅伯特·布薩神父為托馬斯·阿奎那及相關作者的著作編制

語詞索引為開端。 1966 年由約瑟夫·雷賓主編的《計算機與人文學科》雜誌創刊發行，標誌著作為

學科領域的人文計算正式走向學術舞台。1986 年由 ALLC 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學與語言

計算》，被認為是數字人文領域最早的學術期刊。 隨著時代的發展，這本期刊也與時俱進，先改名

《文學與語言計算：人文領域的數字學術》，後更名《人文領域的數字學術》，而被業界廣泛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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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出版的《數字人文季刊》，直接拋棄傳統的紙本模式，採取在線出版，涵蓋人文學科數字媒體

的各個方面。 國際數字人文組織聯盟，目前擁有《文學和語言計算》、《文本技術》、《人文領域計算

機應用工作論文》、《數字人文季刊》四本同行評審期刊，通過召集圓桌會議、發表專題文章、組織書

評和“回顧性”評論，向全球傳播數字人文研究的理念、方法和成果。 這些學術期刊，已經成為數字

人文學術傳播穩定的基本單元，成為數字人文學術共同體成員聚合、交流、監督的重要中心。 “如
果沒有學術期刊作為組織的公共平台，那麼，共同體就難以聚合，其邊界也難以清晰，學術交流則難

以高效地展開，共同體在研究和評價中的作用勢必難以發揮。”

學術共同體的形成取決於諸多條件，其中學術期刊對於學術共同體的產生、發展有著不可替代

的作用。 首先，學術期刊劃定了學術共同體的邊界。 “學術共同體主要包括學術期刊系統和專業

學會系統。 這二者是學者進入學術共同體、參與並建立正式學術交流網絡的關鍵平台，在學者和

‘門外漢’之間劃定了一條明顯的邊界，因此對學者的學術生涯和學術共同體的運行至關重要。”

其次，學術期刊成為學術評價的平台。 由於學術期刊的辦刊主體是學術共同體成員，所以其除了展

示、交流和傳播作者的學術發現和見解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屬性就是學術評價。 學術共同體是構建

學術傳播秩序的當然主角，它可以自主地制定評價規則、評價標準和評價程序，並且主導評價過程。
在對成果本身的評價中，學術共同體採用的是複合評價的制度，即學術會議的評議和討論、發表前

的評審（包括第三方評議）、論文發表或著作出版後的評價（學術期刊組織專家發表專題文章進行

評議）、組織同行專家學術評獎。 在這過程中，學術期刊不僅發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更體現出對

學術標準、學術方法、學術品質、學術評價和學術精神等方面的公信力和權威性。 再次，學術期刊成

為凝聚學術共同體成員的中心。 學術期刊作為學術傳播的中心所在，其作用的發揮離不開學術共

同體的認可和支持。 所以說，“一個有生命力的學術期刊背後一定站著一個思想活躍的學術團體，
而這個學術團體應該是一個世界性的學術共同體的有機組成部分”。以美國歷史學會為例。 在學

術共同體的努力下，2006 年以後的學會年會上，不定期出現數字史學的討論版塊，2014 年始更設置

了數字史學工作坊，提供各種層次的技能培訓與資源分享。 《美國歷史雜誌》從 2013 年開始闢專

欄“數字史學評論”。 近六年來，該專欄發表了評論文章 101 篇，先後點評超過 100 多個數字史學

的研究和項目，突顯了數字史學在美國史學界是一個充滿活力和希望的話題。

三、數字人文助力人文學科“輪廓重繪”

美國著名數字人文專家約翰·安斯沃思用七個“學術原語”概括數字人文常用的基本方法，即
“發現”、“注釋”、“比較”、“參考”、“抽樣”、“說明”、“表現”。 該理論後來被歐洲學者布蘭克·托

拜西和安德森·希拉等將其規範為五個基本原語，即“發現”、“收集”、“比較”、“傳遞”和“協
作”。這種數字人文研究的“方法論共同體”，對於傳統人文學科的價值在於，借助數字技術所擁有

的多樣性和擴張性，通過五個基本“學術原語”等手段進行跨界研究，從而擴展疆域和潛力，使學術

領域實現“輪廓重繪”。 對於數字技術的價值在於，“在注入人文主義價值觀和方法後，其功能更加

多元和強大，更符合人文學術的本質特徵”。

（一）從文獻檢索數據庫到量化分析數據庫的飛躍

中國歷史悠久，現存的古代文獻資料浩如煙海。 經過 20 多年的努力，歷史文獻的數字化已經

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建成了一些可供檢索的文獻數據庫。 第一，圖書館、檔案館的古籍、檔案數字化

目錄。 第二，借助掃描、數碼拍照等技術手段，將紙本轉化為數碼圖像文件，形成了對古籍文獻、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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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資料、報紙期刊的圖像文件進行存儲和檢索的圖像數據庫。 第三，通過 OCR 技術與人工核對的

結合，建成全文檢索資料庫。 第四，事實型工具書被做成數據庫、軟件或插件。這些文獻數據庫，
既有圖書館、檔案館、學術期刊自建的，也有商業公司生產的數據庫產品。 如北京大學的《中國歷

代典籍總目》、《中國基本古籍庫》，首都師範大學電子文獻國學傳播中心的《古籍電子定本工程》，
浙江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合作開發的“甲骨文數字化項目”，國家圖書館的“華夏記憶項目”，敦煌

研究院的“數字敦煌”，上海圖書館的“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南京圖書館的“中
國近代文獻圖像數據庫”，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期刊全文檢索數據庫”，瀚堂公司的“瀚堂近

代報刊數據庫”等為代表的古籍與專題數據庫的大量出現，為學者們獲得文獻文本並儲存提供了

極大的便利。 但這些文獻數據庫還處於比較原始的紙質替代狀態，普遍只有檢索功能，並且只能按

原始資料的結構進行瀏覽，不能幫助研究者統計、分析文本。
所謂量化數據庫，“統指各種搜尋能夠涵蓋一定地域範圍、具有一定時間跨度的整體性大規模

個人或其他微觀層面信息的系統（一手）資料，並將這些資料按照一定數據格式進行電子化，構建

成適用於統計分析軟件的量化數據庫並進行定量研究的方法”。美國學術界利用歷史資料進行量

化數據庫構建與研究的實踐遠遠超前，其中學者們利用國際微觀共享整合數據庫、美國猶他人口數

據庫研究出的很多成果與著作，產生了重大的學術和社會影響，也成為中國學術界構建量化數據庫

的參照座標。 從 1980 年代起，歷時 20 多年時間，李中清、康文林團隊建立了基於八旗戶口冊和清

代皇室族譜資料的中國多代人口數據庫系列（簡稱 CMGPD），包含遼寧、雙城和皇族三個子數據

庫。 遼寧數據庫涵蓋了 1749 ～ 1909 年間遼東地區 26 萬人的 150 余萬條記錄。 雙城數據庫涵蓋

1866～1913 年間雙城縣 10 萬人的 130 余萬條記錄，並嘗試與不同時段的家戶地畝資料相連接。 這

些大規模、長時段的微觀歷史數據包含豐富的人口和社會經濟信息，具有時間上的深度和空間上的

廣度，對人口統計學、家與家族、親屬關係、社會分層與流動、衛生健康等多個研究領域有重要價

值。再比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包弼德領導的與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以及“中研院”史語所合

作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簡稱 CBDB），支持各種各樣的查詢。 “包括單個人物查詢、入仕

途徑、官職查詢，還可以查詢社會關係網絡、查詢兩個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甚至查詢不同地區間人物

的關係。”所以，包弼德教授又把這種數據庫稱之為“關係數據庫”。 量化數據庫的開發與研究對

歷史學而言，至少有兩方面非常重要的價值：“一是豐富了歷史學研究的方法論與範式；二是能有

效利用大規模材料，實現不同材料的彼此連結，推動大規模、合作化研究形式的出現。”

（二）從地圖到地理信息系統和空間分析的飛躍

英國地理學家羅格·湯林森最早提出地理信息系統概念，並在 1971 年建立了加拿大地理信息

系統。 地理信息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 GIS），以計算機技術為基礎，通過對地

理原始數據進行數據化的處理、存儲、提取與管理，通過數據建模、空間分析、專題製圖等手段，研究

其與歷史、社會、自然之間的關係，探索發展演變的規律和趨勢。 1990 年代之後，西方發達國家相

繼建立了一些頗具特色的歷史地理信息平台，如美國東海岸公共圖書館開發的弗吉尼亞 1870 ～
1935 的鐵路項目、紐約圖書館開發的紐約城市地理信息系統項目、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開發的菲

律賓文化地圖、布朗大學開發的非洲史動畫地圖集和瑞典於默真大學開發的拜占庭帝國猶太社區

項目、愛爾蘭皇后大學數據數字化與分析中心開展的“愛爾蘭土豆大饑荒研究”等。隨著地理信息

技術的快速發展，各國的學者們相繼利用這項技術開展空間分析與模型建構，並取得了一系列的科

研成果。 1992 年，美國地理學家 Michael F. Goodchild 教授正式提出“地理信息科學”概念。 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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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統不再僅僅是一門技術，更被廣泛地視為一門科學。
地理信息系統及其相關平台和方法的利用，已成為數字人文中不容忽視的要素和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中國在這方面的起步較晚，最初甚至要借助國外的基金、技術與人才，以尋求發展之路。
（1）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簡稱 CHGIS）。 該項目 2001 年 1 月正式啟動，由羅斯基金會資助，主
要參加機構為哈佛大學與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等。 CHGIS 項目以秦朝建立的公元前

221 年到清朝滅亡的 1911 年為時間範圍，試圖建立一套中國不同歷史時期政區連續變化的基礎地

理信息庫，為研究者提供 GIS 數據平台、時間統計以及查尋工具和模型。 通過 CHGIS 系統的分層

地圖，可以看到一個縣的轄區是如何與當地的地理景觀產生聯繫的，可以看到歷史信息的空間關

係，從而解決了“時間—空間”維度的整合問題。 （2）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簡稱 CBDB）。
CBDB 利用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的數據，在人物傳記資料的組織與展示上融入“空間分析法”，
將歷史人物的籍貫、生平、仕途、遊歷、關係、著作、死亡等置於多維時空架構之中，為研究者提供了

全新的方法 。 例如，從 CBDB 中提取信息並映射到地圖上，即可生成明代進士地理分佈圖。 明代

進士主要來自江南地區，東南以及江西遠遠超過其他地區。 “仔細研究明代進士的地理位置，就會

發現明代政治體系的空間特點。”（3）中華文明時空基礎架構（簡稱 CCTS ）。 該項目由台北“中
研院”主持，主要內容包括基礎歷史地理圖資、Web GIS 的整合應用環境以及主體性空間信息三大

部分。 基礎歷史地理圖資以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為主要範本，提供中國從先秦到清朝歷

代的疆域，並結合丁文江 1930 年代所編《申報地圖》，構成上下逾兩千年的中國歷代基本歷史地理

底圖。 以 1990 年代百萬分之一《中國數字地圖》為現代底圖，同時結合歷代黃河變遷、漢代古墓分

佈、清代糧價人口、明清江南市鎮等多個圖層，整合台北“中研院”漢籍全文檢索系統、地方誌檢索

系統、古今地名檢索系統等，期望透過“時間—空間”的基礎信息架構，提供多學科研究成果，發展

出各種專題地理信息系統，進而促成多學科之間的交流。此外，“台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民國

時期北京都市文化歷史地理信息數據庫”、“華夏民族家譜地理信息系統”、“絲綢之路歷史地理信

息開放平台”等也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總之，GIS 技術為現代歷史地理學注入了新的活力，
“許多過去無法解決的難題通過 GIS 手段得以解決，它的開發價值也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重視”。

（三）從數據化到文本挖掘研究的飛躍

數字化、數據化和文本挖掘，是歷史文獻數據庫的三種不同形態。 數字化就是將許多物理形態

的文獻轉化為可以度量的數字，再以這些數字建立起適當的數字化模型，把它們轉化為一系列二進

制代碼的電子形態。 數據化則是將電子形態的文獻數據結構化，按照一定數據格式構建成適用於

可製表分析的量化形式，數據分析才是其核心。 文本挖掘也稱之為“文本數據挖掘”或“文本知識

發現”，通俗地講就是從海量的非結構化的文本數據中發現隱含的、以前未知的、有效新穎的規律、
模式和趨勢。 隨著數據分析研究的不斷發展， 數據挖掘的對象己遠遠超出了結構化數據的範圍，
數據來源還可能是數據倉庫、文本數據集合、 數據集、文檔等。 面對眾多半結構化或非結構化的文

本，如何有效地進行文本挖掘已經成為數字人文領域研究的趨勢之一。 國外學者主要在文本結構

分析、文本摘要、文本分類、文本聚類、文本關聯、文本規則和趨勢預測等方面進行了研究，比如作者

的活動軌跡與歸屬、作品的情感分析、人物關係挖掘、人文學科本體構建等。

21 世紀以來，隨著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突飛猛進和迅速普及，中國的數據庫建設也進入群雄

並起的階段。 《2011 中國數據庫軟件市場研究報告》顯示，2007 ～ 2011 年，中國整體數據庫市場規

模穩中增長，國產數據庫軟件市場每年增長的速度都在 15% 以上，呈現爆發式增長態勢。 為了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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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約翰·內斯伯特稱之為“信息豐富而知識貧乏”的窘境，文本挖掘技術應運被引介到了國內。 文

本挖掘理念引導了數據庫建設、開發思路的轉變，這使得“專題數據庫”的發展呈現出與以往完全

不同的面貌。 例如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所建“胡適檔案資料庫”、“袁氏家藏近代名人手書”、
“徐永昌日記”，北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所建“顧維鈞檔案數據庫”，北京大學圖書館所建“陳翰笙

檔案數據庫”，上海圖書館所建“盛宣懷檔案知識庫”，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籌建的

“蔣介石資料數據庫”等，可謂百花齊放，異彩紛呈。 更為重要的是，“人文學研究者不再是被動選

擇既有的數據庫，而是參與數據庫建設過程，由其自身研究需要引導數據庫開發，數據庫開發過程

也就成為其研究的一部分”。 台灣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開發的 “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

（THDL）”，主要收錄台灣地區契約文書及台灣總督府檔案。 THDL 不僅提供詞頻分析、關聯分析

和人物關係分析，而且為用戶提供研究環境並幫助發現問題。 香港科技大學李中清—康文林團隊

建構的“財富信息數據庫”，包括中國多世代人口數據庫—雙城部分、中國土地改革數據庫—雙城

部分、中國四清階級成分數據庫，“這三個子數據庫涵蓋了從 19 世紀到 20 世紀中期 150 年內，國家

在不同的區域、社群內對財富分配進行主導、干預，以建構不平等與平等的歷史進程，為從基層出發

理解中國社會的財產權利與政治權利提供了可能”。王業鍵不僅主持建設了“清代糧價資料庫”，
而且通過對清乾隆時期糧價的統計分析，發現清代官書中言之鑿鑿的“乾隆十三年米貴問題”很難

成立。 陳志武、彭凱翔等通過建立“中國利率史數據庫”發現，傳統借貸市場有多個層次，簡單地擷

取某些樣本或者資料去評判整個借貸市場是不可取的。文本挖掘已經切入現代文學研究：包括現

代文學版本圖像史料在內的諸多文獻史料研究、作家生平傳記研究、文學社團與思潮流派的譜系研

究、文學思想史與觀念史的研究、文學文本的風格學和情感分析、現代文學的跨學科與跨語言研究

等。文本挖掘進入史學領域發揮了三重功能：第一是“驗證”，借由計算與分析，量化地驗證過去史

學研究者曾提出過的研究結論；第二是“修正”，透過巨量數據的分析挖掘，對過去史學研究結論進

行補充修正；第三是“創新”，通過巨觀且複雜的計算，提出新的研究問題。

（四）從文本到圖形圖像可視化的飛躍

近年來，把用文字符號表示的知識轉化為圖形、圖像呈現的知識已成常態，這預示著我們已經

進入讀屏、讀圖時代。 可視化是利用計算機圖形學和影像處理技術，將數據轉換成圖形或者圖像在

屏幕上顯示，並進行交互處理的理論、方法和技術。 可視化的本質在於針對海量文本信息，最大程

度地實現抽象和概括。 它不僅僅是多樣的圖形、圖像的組合，更大的作用在於發現一篇文檔或者一

系列文檔集合中特定的、潛在的模式結構。 大體上分為三類：一是以詞頻統計方法為基礎，發現特

定的詞頻模式來實現文本的可視化。 二是基於聚類演算法比較文檔的相似性來實現文本的可視

化。 三是基於語義的標注、計算、統計等方法，發現特定的隱含語義關係來實現文本的可視化。

數字人文的出現促進了傳統人文科學與新技術的融合，為大規模古籍可視化呈現與挖掘研究

提供了可能。 （1）數據可視化。 以詞語首見年代為視角，以可視化（散點圖）的形式展現字詞的年

代及詞頻分佈，力求量化地呈現不同時期的詞彙分佈趨勢與詞義演變規律。 （2）空間信息可視化。
以古籍作者為主線，利用 GLS 技術，對我國龐大且分散的數字化古籍進行大數據的集成和地圖展

示，並呈現相關作者的地理分佈與活動軌跡，以深度開發中國古籍中的多元文化價值。中南民族

大學王兆鵬教授主持的《唐宋文學編年地圖》，經過近 10 年的努力，已收入唐宋時期大多數知名作

家及作品的相關史料，並根據最新的研究成果及時予以更新。 通過時間、人物、地點、事件四個部

分，立體、多元地創建了一份時間與空間上相互銜接的文學地圖。 這個項目首先帶來文學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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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個變化：一是變選擇性呈現為全景性呈現；二是變間斷性呈現為連續性呈現；三是變未知為可

知。 其次是帶來文學史認知方式的變化，即從限知視角到全知視角的變化。 王兆鵬認為，“可視化

將是未來文學研究的必然趨勢，會成為文學研究中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浙江大學徐永明教授

利用 ArcGIS 、QGIS、CHGIS、CartoDB 、Worldmap 等數據庫和地理信息系統軟件，以湯顯祖為例，展
示了其行跡和活動地點、社會關係地理分佈、社會關係點線表達等多種可視化效果圖，給人以直觀

明了、耳目一新之感。數據可視化呈現也為歷史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如歷史檔案領域可視化分析

研究的“淡新檔案訴訟關係圖”、基於符號分析法的宋代政治網絡可視化研究、基於 GIS 的城市發

展歷史可視化展示等，這些探索使歷史研究也可獲得直觀形象支持。 數字歷史是面向公眾開放式

實踐項目，旨在公眾與歷史研究之間建立互動式的溝通機制，在線互動、可視化是主要特點。可視

化方法更被應用在博物學、藝術學、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等方面，舞蹈、音樂、語言、手稿等都是數字

化的對象，目標是建設數字化的文化遺產館藏。 越來越多的機構、學者借助 GIS 技術進行靜態和

動態的可視化研究和呈現，如故宮博物院開發的“虛擬紫禁城”，就產生了很好的人文形象效果。

四、結論：數字人文應用的價值與悖論

關於數字人文的概念，目前學術界大體上存在四種不同的代表性觀點，分別將其理解為一種實

踐，看作一種研究方法，視為一種研究領域，看成一門學科。 數字人文概念的提出才有十幾年的時

間，但要追根溯源卻有 70 年的歷史，大體上經歷了人文計算與數字人文兩個階段。 數字人文的興

起不僅為人文學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徑與方法，而且為科研人員跨學科研究開啟了新的機遇和空

間。 “很多自然科學家開始關注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問題，很多人文社會科學家更加注重不同研究

取向和方式的結合”。在數字技術與傳統人文學科研究的跨界、融合過程中，學術團體、學術會議

和學術期刊構成了組合性的學術共同體，並推動了數字人文的興起和發展。 數字人文應用於傳統

人文學科研究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前文所述四個方面的“飛躍”。 武漢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王曉光教授認為，目前國際數字人文研究的前沿和典型應用包括：（1）歷史學方面的基於 GLS 的歷

史地理可視化；（2）文學方面的文本挖掘與 TEI 標準；（3）語言學方面的基於大型語料庫的語料庫

語言學；（4）舞蹈方面的視頻捕捉、運動分析與虛擬實境實現；（5）考古學方面的圖像分析、色彩還

原和數字重建；（6）數字圖書館和網絡數據庫。研究方法的革新，研究領域的拓展，研究問題的交

叉，使得數字人文的內涵與外延變得更加複雜和多樣。
數字人文自誕生以來，就伴隨著不斷爭議和批評。 在美國眾多反對的聲音中，有三篇文章具有

代表性。 2014 年，亞當·克思奇在《新共和》雜誌發表《科技接管英文系：數字人文的虛假承諾》，
直接質疑高校管理的技術化和職場化，而數字人文即是其直接表現。2016 年，丹尼爾·阿林頓在

《洛杉磯書評》發表《新自由主義工具（及檔案）：數字人文的政治史》，認為數字人文並不是其所號

稱的使用數字或量化方法來回答人文領域中的研究問題，只不過是將技術知識定義為一種人文知

識，並認為這種知識會高於其他形式的知識，推行以計畫和 Lab 為中心的學習和研究，以取代閱讀

與寫作。2017 年，蒂莫尼·布倫南在《高等教育紀事報》發表《數字人文的幻滅》，大膽直白地批評

數字人文研究對算法的依賴，認為“與其說數字人文是一場革命，不如說數字人文為了反對主流形

式，從而強行將人文從其存在原因中剝離出來的那個楔子”。這些批評提供的角度與思考，雖然另

類，但頗具衝擊力。 倘若作理性思考，不難發現數字人文應用於傳統人文學科研究，確實存在著若

干悖論。 一是數字人文研究的大多數項目確實沒有推翻傳統意義上的預設，還沒有產生全新的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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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更沒有出現震動學界的成果。 二是某些數字人文倡導者重數據輕思想、重圖像輕文字、重印證

輕發現，推崇數據中心論，從而使人文研究失去人文意義，削弱甚至消解了研究者的主體性。 三是

GLS 建設需要相對完備、充裕與精準的空間、屬性數據及規範化處理，這卻是歷史地理研究中最欠

缺的。 歷史地理數據的時空關係複雜，並且具有不確定性，這將使“一切皆可量化”的理想與數據

獲取現實之間存在較大差距。 總之，技術的每一次進步，都帶著利弊的兩重性，我們在享受數字人

文帶來的各種便利時，也要避免成為“計算”和“數字”的附庸。
數字人文與傳統人文學科的聯姻已成事實，是自由戀愛還是包辦婚姻，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一個幽靈，數字人文的幽靈，從歐美正向或正在中國遊蕩。 這將預示著，新技術與古老學科的哲學

關係將被重新審視，一種新的研究範式與方法不僅改變著傳統人文學科的研究手段，還改變著人文

學科“解釋性學術”思考問題的角度和探索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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